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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城市群地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动态变化时空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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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天津城建大学，地质与测绘学院，天津　 ３００３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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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区，基于 １９８４、１９９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５ 年土地利用数据，利用斑块密度、蔓延度、土地利用类

型的主观权重构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指数，从而揭示京津冀城市群地区 ６ 个时间节点的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空间分布特征。 土

地利用生态风险划分为 ５ 个等级：低风险区、较低风险区、中等风险区、较高风险区和高风险区，将较高风险区和高风险区定义

为综合高风险区，然后计算其重心转移轨迹，从而探究土地利用生态综合高风险区的空间转移动态变化规律。 结果表明在研究

时段内：（１）研究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总体分布规律为城市中心城区周边的土地利用生态风险逐渐加剧，非城市地区低于城

市地区，且高风险区、较高风险区的面积呈增加趋势。 （２）京津冀城市群 １３ 个地级市综合高风险区变化各不相同：北京市、天
津市、唐山市和廊坊市的综合高风险区呈现出增加的趋势；承德市、张家口市、保定市、石家庄市、秦皇岛市、邯郸市和邢台市的

综合高风险呈现出降低的趋势；而沧州市和衡水市几乎不变。 （３）综合高风险区的重心转移方向基本分为三类：朝首都方向、

朝东部海洋方向和自身发展方向，且重心转移方向与城市的规划、治理及发展方向联系密切。
关键词：京津冀城市群；土地利用；景观指数；生态风险评价；重心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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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城镇化进入到“下半程”，城市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经历着人口集聚、
生态用地被侵占等一系列“城市化”问题［１⁃４］，由此导致人类和自然面临越来越多严峻的考验，这与当前社会

主义生态文明观的要求有很大差距。 在国家层面上，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理念

和生活方式，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形成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生态风险评价，作为一种重要的生态环境管理手段［５］，可以为区域生态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

持［６⁃８］。 关于生态风险的评价方法有很多，但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基于风险源汇和基于景观格局［９］。
基于风险源汇的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方法，需要识别威胁区域生态系统健康的风险受体和风险源［１０⁃１１］。 基于

景观格局的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方法是以土地利用变化为诱因的生态风险评价［１２⁃１３］。 在缺乏生态监测资料的

历史积累时，可以利用相对较易获取的土地利用数据描述和评价土地利用方式的不同对生态系统的影响［１４］。
土地利用是全球生态环境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区域生态安全起着决定性作用。 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对生

态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具有累积性和区域性［１５⁃１７］，这可以直接反映在生态系统的结构和组成上，例如景观要素

及其功能的变化［１８⁃１９］。 很多学者从景观格局角度出发，评价区域生态风险。 然而景观尺度主要集中在流域

和小尺度地区［２０⁃２１］，针对城市化发展较快的大尺度城市群区域的研究相对较少。
权重赋值是生态风险评价的关键环节。 评价指标的权重赋值可以分为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 定性评价

根据指标之间的相对大小或相对优劣程度去对指标进行赋值，然后评价生态风险的相对变化程度［２２⁃２３］。 定

量评价则通过构建公式或模型，对生态风险进行评价［２４⁃３１］。 在实际研究中，需要根据具体的评价目标来确定

合适的赋权方法。 上述的定性或定量生态风险评价方法基本都是针对某一个时间点独立进行，这已经不能满

足探究长时间生态风险的动态转移要求，因此需要寻求某种方法去探究它的转移方向。 曾辉等人利用地统计

学方法对整体的生态风险进行空间分析，辅以半变异函数为工具进行生态风险指数的方向性分析［３２］，李明财

等人利用空间重心转移模型对城市扩张的方向进行了分析［３３］。 地统计学方法针对单个时间节点的方向性进

行分析，而未考虑多个时间节点的连续方向性的分析。 而重心模型则能很好地表明某个变量的转移轨迹，且
经常被运用于经济、消费和人口等研究中［３４⁃３６］。

京津冀地区作为我国面积较大的城市群区域，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土地利用结构的破坏导致了生态环境

质量下降，阻碍了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鉴于以上背景，本文利用生态风险评价方法去识别生态风险空间分布

特征，然后借助重心模型深入探讨综合高风险区域重心的时间演变过程及变化规律。

１　 数据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京津冀地区区域总面积 ２１．８ 万 ｋｍ２，截止 ２０１６ 年底总人口达 １．１２ 亿人，ＧＤＰ 总量 ７．５６ 万亿元。 行政区

域范围涉及 ２００ 区（县），其中北京 １６ 个市辖区、天津 １６ 个市辖区、河北 １１ 个地级市以及 １６８ 个区（县）。
１９８２ 年《北京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首次提出“首都圈”概念，提出了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的理念，包括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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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两个直辖市以及河北的保定、唐山、廊坊、石家庄、秦皇岛、张家口、承德、沧州、邯郸、邢台、衡水等 １１ 个地

级市。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并且制定了京津冀协同发

展总体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保护与交通一体化专项规划，以促进京津冀地区的可持续发展［３７⁃３８］。 同时这些

地区先后签订了以《环渤海区域合作框架协议》为代表的区域合作协议和诸多促进环境保护、经济合作、交通

合作等方面的合作协议。
研究区气候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型气候，降水分配不均匀，春秋短促且干旱多风，夏季高温多雨，冬季

寒冷干燥。
遥感影像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ｃｎ ／ ），其中包括 １９８４ 年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４ ＭＳＳ 数

据、１９９０ 年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５ ＴＭ 数据、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０ 年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ＥＴＭ 数据以及 ２０１５ 年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８ ＯＬＩ
数据。 选择 ６ 月至 ８ 月期间没有云或少云（云量低于 １０％）的影像数据以确保地面特征识别和解译的高

精度。
参考国家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ＧＢ ／ Ｔ ２１０１０—２０１７）和中科院地理所刘纪远等在建设“中国 ２０ 世纪

ＬＵＣＣ 时空平台”建立的 ＬＵＣＣ 分类系统，并结合京津冀地区的实际土地分类情况将土地利用类型归结为 ７
个一级分类：林地、草地、湿地、耕地、人工表面、其他用地和海域。 本文的海域指的是 ２０１５ 年的国土最大轮廓

线内的每个时间节点海水面积。 遥感影像解译主要是在 ＡｒｃＧＩＳ 平台上进行的。 利用波段组合、图像校正和

图像增强技术，对空间分辨率为 ８０ｍ（ＭＳＳ）、３０ｍ（ＴＭ）和 １５ｍ（ＥＴＭ ＋ ／ ＯＬＩ）的遥感影像进行预处理。 在目

视解译中使用来自调查网站的多边形样本和来自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 的高分辨率图像。 先解译较高分辨率的 ２０１５
年遥感影像，然后将解译后的 ２０１５ 年 ＬＵＣＣ 数据作为基准图，将不同时间节点的影像进行叠加，生成各节点

的土地利用 ／覆被数据。 依据现场采样点和谷歌地球样本进行精度验证，解译结果的准确性被证实高

于 ９５％。
１．２　 生态风险指数

１．２．１　 生态风险指数的构建

生态风险指自然或人为因素影响下景观格局与生态过程相互作用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９］。 生态风险指

数是指不同景观对生态环境所产生的风险值大小，用来表征不同景观所导致生态风险的贡献度。 本文从两个

方面建立土地利用类型与基于景观格局的生态风险之间的联系，一是利用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主观权重，耦
合相应土地利用类型面积比例［２１，３１，３９］，二是利用景观破碎度。 景观破碎化主要表现两个方面，一是景观斑块

面积由大变小的过程，二是随着斑块面积的减少和地理空间隔离程度的增加产生的景观结构破碎化，可分别

用斑块密度指标和蔓延度指标来表示［７，４０］。 斑块密度指标表达的是单位面积上的斑块数，其值越大说明斑块

数量增加，斑块形状趋于不规则，内部斑块面积缩小，斑块彼此隔离越来越大，反映了景观受干扰较强烈，景观

破碎化程度高；蔓延度是景观连通度的指示指标，是景观中不同斑块类型的团聚程度或延展趋势，是对斑块连

通水平的衡量，蔓延度越高，表明景观中的优势斑块形成了良好的连接，说明景观中起主导作用的斑块完整性

和连通性好，景观低破碎；反之则说明景观具有多种要素的散布格局，斑块间连通性差、隔离度较高、破碎度

高。 景观生态风险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ＥＲＩ ＝ ∑
ｎ

ｉ

ＡｉＷｉ

Ａ
Ｆ
Ｍ

（１）

式中，ＥＲＩ 为生态风险指数；ｎ 为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Ａｉ为研究区内第 ｉ 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总面积（ｋｍ２）；Ａ
为研究区内土地利用类型的总面积（ｋｍ２）；Ｗｉ为研究区内第 ｉ 种土地利用类型所反映的生态风险强度参数，
也就是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生态风险的权重；Ｆ 斑块密度（个 ／ １００ｈｍ２）；Ｍ 为蔓延度（％）。

无论选用哪种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方法，对于评价指标的权重进行赋值都是景观生态风险评价中至关重要

的环节。 根据层次分析法［２１，３９，４１］的原理和方法确定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权重。 首先对土地利用类型的相对强

度指标进行两两比较、判断，构造出判断矩阵；其次采用加权法计算指标的标准化权重，并进行一致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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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致性检验结果判断所构造的矩阵是否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本文采用 ＡＨＰ 软件完成如上分析，一致性

比例的计算结果为 ０．００２２（＜０．０１），表明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从而获得 ６ 种土地利用类型生态风险的

主观权重分别为：林地 ０．０７０８、水域 ０．０９６１、草地 ０．１２９０、耕地 ０．１６９１、未利用地 ０．２２３８、人工表面 ０．３１１２。
１．２．２　 基于格网的生态风险小区划分

公式（１）表示景观格局指数一方面由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风险贡献度及其面积比构成，另一方面由斑块

密度与景观蔓延度构成，景观斑块与景观蔓延度由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４．２ 软件中的移动窗口法获得。 因此，为了能够将

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风险贡献度及其面积比的乘积空间化，在考虑研究区空间异质性和斑块大小的基础上，
将研究区划分 ５ｋｍ×５ｋｍ 的采样网格，共计 ９０５３ 个生态风险小区（图 １）。 在 ＧＩＳ 软件中计算生态风险小区的

生态风险值，并将每个网格的值赋予该网格的中心点，最后将所有中心点值采用克里金插值法进行空间插值

得到生态风险的空间分布图［１２⁃１３，２０⁃２１］。

图 １　 研究区生态风险小区的划分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ａ

１．３　 生态风险重心

“重心”的概念源于力学中重心的概念。 重心是指在某一区域之内，如果把该区域看作是一个质地均匀

的平面，那么，这个平面上便存在一个支点，使平面保持平衡，该支点就是该区域的重心点［３９］。 在本文中，生
态风险重心是指用生态风险分区中的综合高风险区替代区域质量时形成的重心，即在生态风险发展过程中，
在综合高风险区域空间上存在一点，在该点前后左右各个方向上的生态风险力量对比保持相对均衡，该点就

是生态高风险重心。
本文采用几何重心法来衡量某一属性的空间分布状况［４１］，计算公式如下：

Ｘ ＝
∑

ｎ

ｉ
Ｍｉ Ｘ ｉ

∑
ｎ

ｉ
Ｍｉ

　 　 　 Ｙ ＝
∑

ｎ

ｉ
Ｍｉ Ｙｉ

∑
ｎ

ｉ
Ｍ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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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Ｘ、Ｙ 分别表示生态风险重心的行号、列号，准确表达了重心的地理位置；Ｘ ｉ分别为第 ｉ 个综合高风险次

级区域（即每一个栅格单元）中心的行号，Ｙｉ分别为第 ｉ 个综合高风险次级区域（即每一个栅格单元）中心的列

号，Ｍｉ为第 ｉ 个综合高风险次级区域的属性值。 由式（２）可知，影响重心迁移的因素是各栅格单元综合高风险

区的空间坐标和属性值的大小。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生态风险的时空格局分析

生态风险的时空格局及演变特征是区域景观生态环境质量的直接反映，也代表生态系统受外界胁迫与抗

胁迫能力的强弱。 根据公式（１）计算获得 １９８４—２０１５ 年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图（图 ２），并提取各类生态风险区

域分布面积并计算其所占比例。

图 ２　 １９８４—２０１５ 年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时空分布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４ ｔｏ ２０１５

如图 ２ 和表 １ 所示，京津冀城市群的生态风险越来越严重。 其中，较高风险区和高风险区都呈现出不断

扩张趋势，较高风险区的上升趋势较明显，高风险区所占比例从 ０．０６９％增加至 ０．２６２％，较高风险区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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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０．６７９％增加至 １．８２５％，高风险区和较高风险区与城市建设用地的吻合度较高，对应面积也呈逐渐增加的

趋势。 表明建设区域周边生态风险正在不断地加剧。 低风险区主要分布在沧州市、衡水市、北京市北部、保定

市西部、邢台市东部和邯郸市东部，并且所占比例呈现出下降趋势，从 ８０．７４４％降低至 ６８．２５２％，而较低风险

区面积有所增加，所占比例从 １４．８４３％降低至 ２３．３７０％，较小程度上加剧了生态风险。 中等风险区呈现出上

升趋势，所占比例由 ３．６６５％上升至 ６．２９２％。 景观高风险区呈点状分布于北京北部、天津中部、保定北部、石
家庄西部以及张家口西部以及承德市西北部。 京津冀城市群区域的较高风险区由呈面状零散分布变化至面

状连片分布。 其中高风险区和较高风险区多位于各大城市的中心城区附近，佐证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对生态

风险影响显著。

表 １　 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等级比例 ／ ％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ｌｅｖｅｌ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等级 Ｇｒａｄｅ １９８４ 年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５ 年

低风险区 Ｌｏｗ ｒｉｓｋ ａｒｅａ ８０．７４４ ８０．３０６ ７５．４６３ ７５．０２７ ７４．４９７ ６８．２５２

较低风险区 Ｉｎｆｅｒｉｏｒ ｒｉｓｋ ａｒｅａ １４．８４３ １５．２６１ １８．８６２ １９．０７０ １９．３８７ ２３．３７０

中等风险区 Ｍｅｄｉａｔｅ ｒｉｓｋ ａｒｅａ ３．６６５ ３．７６０ ４．６８２ ４．８１７ ４．８６９ ６．２９２

较高风险区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ｒｉｓｋ ａｒｅａ ０．６７９ ０．６０２ ０．９２５ １．００３ １．１３２ １．８２５

高风险区 Ｈｉｇｈ ｒｉｓｋ ａｒｅａ ０．０６９ ０．０７０ ０．０６７ ０．０８３ ０．１１６ ０．２６２

２．２　 １３ 个地级市综合高风险区比例分析

如表 ２ 所示，在研究时间内，各地级市综合高风险区的变化各不相同。 其中，北京市、天津市面积增长百

分点分别达到了 １３．１５％和 １４．８５％；唐山市、廊坊市大于零，分别为 ２．２７％和 ０．５６％；沧州市和衡水市几乎没变

化；邢台市、邯郸市、秦皇岛市、石家庄市、保定市、张家口市和承德市的面积变化百分比小于零，其中，邢台市

和邯郸市面积降低幅度较小，承德市综合高风险区的面积降低百分比最大，达到了 １０．４０％，其次是张家口市。
在 １９８４ 年，承德市和张家口市综合高风险区所占比例较高，分别为 ２７．８５％、和 ２０．４８％，而在廊坊市、张家口

沧州市和衡水市所占比例均为 ０．００％；在 ２０１５ 年，北京综合高风险区所占的比例达到了最高，达到了 ２２．
６４％，其次是承德市和天津市。

表 ２　 １３ 个地级市综合高风险区比例 ／ ％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ｈｉｇｈ ｒｉｓｋ ａｒｅａｓ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１３ ｃｉｔｉｅｓ

地级市 Ｃｉｔｙ １９８４ 年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５ 年

北京市 ９．４９ ６．０６ １２．０６ １８．５０ １９．７９ ２２．６４

天津市 ０．７５ １．７９ ２．１５ ６．１４ １１．７７ １５．６０

承德市 ２７．８５ ３１．６１ ２２．７１ １８．７６ １５．５２ １７．４５

张家口市 ２０．４８ １８．３９ １８．１３ １４．１５ １１．７７ １１．４４

廊坊市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５ ０．００ ０．２２ ０．５６

唐山市 ５．０５ １０．４０ １２．７６ １１．３４ １１．１４ ７．３２

秦皇岛市 ８．９４ ３．９３ ５．６５ ６．０５ ５．８３ ６．５９

沧州市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保定市 １３．１７ １６．８０ １１．６８ １０．１４ ９．５４ ７．７５

石家庄市 １１．１９ ７．０２ １１．７３ １２．７５ １２．５９ ７．９７

衡水市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邢台市 １．３０ ２．０７ ２．２４ １．１９ ０．８２ １．２７

邯郸市 １．７７ １．９３ ０．８４ ０．９８ １．００ １．４２

２．３　 生态综合高风险区的重心转移

由于廊坊市、沧州市和衡水市的综合高风险区所占比例较小，所以选择其余十个地级市进行综合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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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重心的计算。 根据公式（２）获取 １９８４—１９９０ 年、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年 ５ 个阶段内研究区内综合高风险区的重心转移（图 ３）。

如图 ３ 所示，综合高风险区重心转移方向可以大致分为 ３ 类：向首都转移、向东部沿海区域变化和按照自

身要求转移。 向转移发展的地级市有保定市，其中，北京既要控制人口，又要减少城乡建设用地的规模，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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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综合高风险区重心移动轨迹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ａｒｅａｓ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优越的地理位置势必就将成北京人口和产业疏解的重点方向；向东部海域发展的地级市有天津市和唐山市，
其中，天津市是由于滨海新区的快速发展，天津的城市规划可以被形象的概括为“一个扁担两头挑”，即以海

河为带状中心和发展轴线，一头是中心城区，一头是滨海新区。 随着滨海新区在 ２００５ 年开始被写入“十一

五”规划并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成为国家重点支持开发开放的国家级新区。 ２０１０ 年，滨海新区生产总值达到

５０３０．１１ 亿元，超过浦东新区，增速为 ２５．１％；唐山加大了各类新区的开发力度，南堡经济开发区，曹妃甸新区、
凤凰新城、空港工业园区等新区的建设极大促进了 ＧＤＰ 的增长及产业空间与结构调整［４２］。 按照自身要求发

展的地级市有北京市、邯郸市、石家庄市、邢台市、秦皇岛市、承德市和张家口市，北京市积极推进京津冀一体

化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产业升级转移，且由于北京北部山区的阻拦作用，重心开始向东偏南方向转

移；邯郸在加快邯郸西部矿区污染源治理、深化大气污染防治的同时建立了邯郸经济开发区和冀南新区等发

展新区［４３］，一方面邯郸西部的生态环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另一方面邯郸市东部地区的生态风险有了一定的

加剧；石家庄市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城市发展方向，因为其西部地处太行山中段，东部为滹沱河冲积平原；邢台

市的《邢台市城市总体规划》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指出：未来城市将主要向东南和西北方向发展，从 ２００８ 年的邢台

重点发展西北新区到现在的重点发展邢东新区，实现了中心城区建设方向的战略东移；秦皇岛既是全国综合

交通枢纽城市，又是旅游城市，将建设成为一流国际旅游城市为目标，推进完成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秦皇岛港口总体规划调编，高标准制定国际旅游城市总体规划，制定落实建设国际旅游城

市的实施意见，加快形成层次完善、结构合理、体现国际一流要求的旅游规划体系；承德市的生态风险转移方

向分两个阶段，在 １９８４—１９９０ 年向东南方向发展，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向西北方向发展，一方面是因为城市方向，
另一方面则是水土流失问题所导致的生态风险转移方向发生了变化；张家口市相比较于 １９８４ 年，２０１５ 年的

风险位置位于其西部，张家口市由于其草原的破碎化（道路切割）对生态系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从而导致了

生态风险重心的转移。 考虑研究区尺度范围较大，加强城市之间降低生态风险的能力是京津冀区域生态一体

化的重点。 人类活动所导致的城市扩张是生态风险的主要来源，所以在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规划布局时，应
注意合理的功能分区。

３　 结论

本文基于土地利用数据，利用生态风险评价分析和重心方法，分析了 １９８４—２０１５ 年京津冀地区土地利用

时生态风险时空分布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土地利用综合高风险区的转移过程进行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１）从京津冀城市群区域格局把握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生态风险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并且生态风险格局

存在明显的时空分异，综合高风险区域主要分布在地级市中心城区周边区域，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调控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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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北京市、天津市。
（２）京津冀城市群各地级市综合高风险的变化各不相同，但是各个地级生态风险变化有三种情况：上升、

下降和基本不变。 对于生态风险升高和几乎不变的区域，要加强城市内部生态的建设，对于生态风险下降的

区域在加强内部建设的同时，加强与邻近地区的联系。 从区域的角度考虑生态风险的影响，加强各个城市之

间的生态联系，积极促进京津冀生态一体化。
（３）京津冀城市群综合高风险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区域性，各个地级市之间的生态环境的变化

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各地级市综合高风险区的重心转移方向上。 根据地级市的生态风

险重心，积极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加强城市之间的生态凝聚力，发展成为生态环境更加良好的城市群。
本文利用斑块密度、景观蔓延度及土地利用类型面积比及其主观权重对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定量化评价方

法进行了探索与尝试，还存在一定的不足。 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影响因素、表征状态及其影响结果都是十分

复杂的，以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以人类活动所导致的生态风险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生态风险指数的构建有待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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